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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恢复效应
及其对环境的依赖性

凡文帅，王兴*，张祎，张艺斐，宋乃平，杨新国，李莹莹
（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的长期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灌木形态和功能衰退问题逐渐凸显，这导致区域生态可持续

恢复面临巨大挑战。理解区域尺度上灌木植被恢复效果和演变轨迹，并探讨其对恢复年限、降水量、年均温和土壤

性质等环境要素的依赖性，是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科学需求。以中国北方荒漠草原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

2000-2023 年 86 篇中英文文献的 Meta 分析，整合 64 个独立试验的 135 条灌木形态和功能数据展开系统研究。结

果表明：1）灌木根系生物量、冠幅和生殖枝数量恢复效应为 50%~150%（P<0. 05），但地上生物量的恢复效应较

弱，为 3%~15%（P>0. 05）。2）随着恢复年限增加，灌木生物量恢复效应下降 50%~70%（P<0. 05）；随着降水量

增加，分枝数、冠幅和生殖枝数量的恢复效应上升了 30%~50%（P>0. 05）；年均温升高导致灌木植被株高、生殖枝

数量、分枝数和基径的恢复效应下降了 20%~50%（P>0. 05）；相较于未退化的原生土壤生境，沙化退化生境显著

促进灌木株高、基径和分枝数的恢复（P<0. 05），但限制了地上生物量和冠幅的恢复（P>0. 05）。3）上述灌木恢复

效应对环境的依赖性特征存在多重阈值效应：降水量（240 mm，P>0. 05）、年限（36 年，P<0. 05）和年均温（7. 7 ℃，

P<0. 05）。阈值前后灌木整体恢复效益由正转变为负。综上，荒漠草原 20 多年的灌木植被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灌

木形态（分枝数、株高等）和功能（生物量）存在显著的衰退演变趋势；这种恢复正、负效应转变过程存在多重环境阈

值；未来需要基于这些环境阈值区间，结合有利灌木恢复沙化生境，制定与环境高度相适宜的恢复和管理策略，以实

现灌木植被的可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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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effect of shrub vegetation and its dependence on the environment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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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long-term recovery and restoration of shrub vegetation in desert-grassland regions， the issue of 
declining shrub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sustainable ecological recovery of these area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and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shrub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t the regional scale， and exploring how these trajectories depend on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time since restoration bega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precipitation，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an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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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i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need.  In this study， this challenge was addressed by studying desert grassland 
ecosystems in northern China using a Meta-analysis of 86 Chinese and English scientific sources published from 
2000-2023.  This Meta-analysis integrated 135 shrub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data from 64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to carry out a systematic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restoration root biomass， crown 
width and reproductive branch number of shrubs were enhanced by 50%-150% （P<0. 05）， but the recovery effect 
for above-ground biomass was weaker-typically 3%-15% （P>0. 05）.  2）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years since 
restoration commencement， shrub biomass decreased by 50%-70% （P<0. 05）； as precipitation increased， the 
restoration effect on branch number， crown width and number of reproductive branches increased by 30%-50% 
（P>0. 05）； warmer temperatures during restoration resulted in a 20%-50% decrease in the shrub vegetation plant 
height， reproductive branch number， total branch number， and basal diameter （P>0. 05）.  In comparison with 
undegraded native soil habitats， sandy degraded habitat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recovery of shrub plant height， 
basal diameter and number of branches （P<0. 05）， but limited the recovery of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crown 
width （P>0. 05）.  3） The environment-dependent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hrub restoration effects described above 
was marked by multiple threshold effects： precipitation （240 mm， P>0. 05）， restoration duration （36 years， P<
0. 05）， and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7. 7 ℃ ， P<0. 05）.  The overall restoration benefit of shrubs chang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for data ly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threshold.  In summary， where duration of shrub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desert grassland exceeded 20 years， there was a definable trajectory of decline 
and evolution of shrub morphology （branch number， plant height， etc.） and function （biomass）.  Within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re were multipl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 effects within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formulate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at are appropriat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ake account of thes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 interval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ore favorable 
shrub restoration capacity of sandy habitat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storation of shrub vegetation.
Key words： desert stepp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shrub decline； Meta-analysis

荒漠草原脆弱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保育、水土保持、畜牧业生产等重要的生态和生产功能，是区域乃至全国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1］。历史上不合理的人为开发和严酷自然气候，导致该区域曾发生严重的草地破碎和土壤

退化［2］。灌木植被重建作为有效的人工恢复措施，在荒漠草原退化生态系统植被覆盖度、生物量、土壤保持等结

构与功能恢复中起到先锋作用［3-4］。

尽管灌木恢复显著成效得到普遍共识，但由于灌木恢复重建的密度、适宜的气候和生境条件等理论研究滞后

于灌木植被恢复实践，导致以往人工灌木恢复实践存在盲目性和不确定性［5］。尤其表现为恢复后期灌木植被通

常出现光合效率和碳收益下降、个体死亡、种群衰退等恢复不可持续的问题［6］。考虑到未来降水、年均温等气候

变化和人为活动可能对灌木植被恢复效应引发的广泛影响，以及灌木植被在荒漠化防治过程中的基础地位，亟需

全面评估和理解长期人工植被恢复过程中灌木自身恢复演变特征和轨迹，这是荒漠草原灌木植被可持续恢复与

适应性管理策略制定的理论基础。

干旱区灌木植被恢复效果可能依赖于年限、降水、年均温和土壤等多种因素。例如，灌木植被恢复重建 0~15
年后，退化系统植被覆盖度、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7］，但恢复重建 20~40 年后，生态系统植被绿度的增加并未与恢

复力提升呈协同效应［8-9］。年均温升高有助于灌木生长和生物量提升以及种群扩张，但在水分和养分贫瘠的资源

背景下，上述正效应可能被减弱甚至抵消［10-11］。这种不同气候因子对灌木生长的非对称影响，可能与植物个体适

应干旱和高温的生理生态机制密切相关［12］。除气候因子外，灌木个体和种群的持续恢复效应同样依赖于土壤生

境条件。例如，针对存在退化趋势的灌木植被，沙埋处理可以显著提升灌木生物量［13-14］。这可能与沙土有利于保

持深层土壤有效水储量有关，因为沙土不仅具有较好的降水入渗补给特征，同时可以降低深层土壤水分的蒸发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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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15］。因此，干旱区灌木植被自身恢复演变特征，是对降水、温度、土壤等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这种与环境适应

的结果，决定着灌木恢复区生产力、水土保持等主体功能恢复的有效性和持续性［16-17］。这些演变特征包括灌木分

枝数、冠幅、株高、生物量、生殖枝等一系列的形态和功能变化［18］。

然而，以往研究多集中在灌木功能（覆盖度、生物量）恢复对环境的响应，灌木形态、功能的系统性恢复特征，

如何依赖恢复年限、气候和土壤等多环境要素，依然缺乏系统研究，尤其是灌木恢复效果是否存在可识别的拐点

及其对应关键环境阈值。同时，由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灌木形态和功能恢复演变长期监测数据的缺乏，基于特定的

试验地点的研究结果，在更大的荒漠草原区域尺度上是否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依然不清楚。这些研究存在的不

足，共同限制了基于灌木恢复演变路径开展精准抚育和恢复管理策略的制定。

综上，以中国北方荒漠草原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 2000-2023 年 86 篇中英文文献的 64 个独立试验的

135 条数据，涵盖灌木形态和功能 7 个属性参数开展研究。首先，采用 Meta 分析系统量化了灌木形态和功能恢复

演变特征，明确灌木恢复或退化的显著性生物学指标；其次，针对上述指标，厘清建设年限、降水、年均温和土壤性

质等多环境因子的影响作用；最后，系统刻画了灌木恢复对不同环境要素响应的阈值效应，探明不同环境阈值前

后灌木（形态和功能）恢复演变轨迹。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带荒漠草原生态区（36°-45° N，103°-118° E），分布于草原向荒漠的过渡

带，包括内蒙古西南部、陕西中北部、宁夏区域及甘肃东部，与“内蒙古高原中部-陇中荒漠草原生态区”范围基本

重合。区域年平均气温为 1. 5~8. 5 ℃，年平均降水量 100~380 mm，土壤以灰钙土为主，其次是淡栗钙土和风沙

土，表层土壤质地多为轻壤土、沙壤土和沙土，结构松散，肥力较低。该区主要植被类型有灌丛、草原、草甸、沙地

植被和荒漠植被，其中人工灌丛、草原、沙地植被分布较广，主要人工灌丛为锦鸡儿属［19］。

1. 2　数据收集和筛选

本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干旱半干旱带荒漠草原区灌木恢复情况，以“TS=［（desert OR desert steppe） AND
（shurb）］”和“SU%=（‘荒漠草原’+‘荒漠’+‘干旱’+‘半干旱’）*（‘灌丛’+‘灌木’+‘人工灌木’）”为检索式，

分别在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检索 2000 年 1 月-2023 年 8 月期间学者发表的我国北方荒漠草

原区灌木恢复试验研究文献，开展如下数据筛选：

1）研究区样地为中国荒漠草原区。2）文章中须以初引入灌木为对照，至少有一个特征变量（不同种植年限）。

3）研究内容必须包含以下指标中的一种，即株高、冠幅、基径、生物量、分枝数、生殖枝数。4）数据来源于野外试

验，筛除模型模拟、室内模拟种植和遥感数据计算。5）试验数据的均值、标准差或标准误可得。共查阅到文献

4027 篇，通过对研究区及对象的筛选，共筛除文献 3281 篇。排查出无标准误或标准差的文献，同时进一步检查是

否以初级灌木为对照组，将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 60 篇，英文文献 26 篇纳入 Meta 分析。数据从研究的正

文、表格以及附录中或采用 Web Plot Digitizer 工具进行获取，指标主要包括冠幅、株高、地上生物量、根系生物量、

基径、分枝数、生殖枝数共 7 个指标 135 条数据。

1. 3　数据分析

文献中以标准误（standard error， SE）展示的试验数据，使用如下计算公式将其换算成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SD）：

SD = SE n （1）
式中：n 为试验的重复次数。

箱线图采用估计方法［20］从五位数汇总中估计样本均值和标准差。同时，从文献中提取试验地经纬度坐标、年

均温（mean annual temperature， MAT）、年均降水量（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MAP）、土壤性质、恢复年限，并通

过全球气候数据库（http：//www. worldclim. org/）对缺失以上气象数据的研究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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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据纳入数据分析的研究文献，分别将年平均气温划分为<7 ℃、7~8 ℃、>8 ℃；年均降水量划分

为<250 mm、250~350 mm、>350 mm；恢复年限划分为<15 年、15~25 年、>25 年；灌木类型划分为人工灌木和

自然灌木；土壤性质划分为原生土壤生境和沙化退化土壤生境。通过上述系统筛选，本研究共纳入 86 篇中英文

文献、含 135 条数据记录的 7 个灌木参数，对其进行 Meta 分析（图 1）。

计算各组数据效应值（risk ratio，RR）［21］，反映试验处理的影响效应采用标准差计算权重，效应值 RR 和案例

内方差 vi的计算公式如下：

RR = ln X e

X c
（2）

vi = S2
e

n e X 2
e

+ S2
c

n c X 2
c

（3）

式中：vi为与效应值相对应的研究内方差；S2
e、S2

c、Xe、Xc、ne、nc分别为灌木恢复初始阶段和灌丛的标准差、均值和样

本量。观测值权重越大，表明其对总体效应值的贡献越大。

由于同一研究中的观测数据存在相互不独立问题，多个处理共用一个对照时，为消除案例之间的相关性，构

建方差-协方差矩阵（variance-covariance matrix）计算 V 替换案例内方差 vi运算［22］。基于随机因素分层模型，将

每一篇独立文献和每一个独立试验案例作为随机因子纳入模型分析，计算累积效应值。其中单个研究的权重计

算公式如下：

w i = 1
V 2 + τ 2 （4）

式中：τ 2 为研究间方差。

累积效应值（RR++）和其标准误（SE）的计算公式如下：

RR++ = ∑i = 1
k w i RR

∑i = 1
k w i

（5）

图 1　数据来源试验点位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experimental loci for data sources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GS（2023）2767 和中国植被分布图（www.plantplus.cn）绘制，地图边界无修改。Based on the standard map service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GS （2023） 2767， and the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a （www.plantplus.cn）， with no modifications 
to the boundaries of the bas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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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该指标所对应的总的研究数据组数；RR 为每组数据的效应值。

SE = 1
∑i = 1

k w i

（6）

累积效应值的 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

95%CI = RR++ ± 1. 96SE （7）
为了便于解释，本研究将 RR++及其对应的 CI转换为百分比变化率（Pc）：

P c = ( eRR++ - 1 )× 100 （8）
当累积效应值的置信区间不与 0 重叠时，认为结果显著。通过 Q-test 方法检验效应值整体异质性（Qt）以及

解释变量对效应值的影响（Qm）。当效应值的整体异质性很强（Qt 值较高，且 P<0. 05），即各灌木恢复的效应值

间均存在较大差异时，引入解释变量对这种差异进行分析。基于随机因素分层模型，引入分类型解释变量年均

温、年均降水量、土壤性质及恢复年限对数据进行亚组分析。

1. 4　模型诊断

本研究通过罗森塔尔法（Rosenthal’s method）计算失安全系数来评估可能存在的文献偏倚［23］。失安全系数

计算结果>5N+10 时［24］，表明分析结果不影响结论可靠性。通过对本研究所采用数据指标的失安全系数进行计

算，结果显示无发表偏倚性（表 1），数据具备充分可信度。

1. 5　阈值回归分析

非线性回归模型更适用于描述荒漠草原区域环境与恢复效应之间的拟合关系，且存在明显的阈值效应［25］，本

研究采用阈值回归方法（分段、阶跃和铰链）［26］，深入分析环境因子（包括封育年限、年均温和降水量）与地上植被、

地下土壤各指标之间的阈值效应，探明阈值前后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的恢复轨迹。

利用 R 4. 2. 3 软件中的“metafor”包的 rma. mv 函数完成 Meta 分析；利用“chngpt”包的 chngptm. xy 函数完成

效应值阈值分析；采用“ggplot2”包完成结构图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 1　灌木植被的总体恢复效果

长期的灌木植被恢复总体表现为恢复正效应，且在不同灌木形态和功能特征间差异显著（图 2）：灌木冠幅、

根系生物量、生殖枝数量的显著恢复效应为 150%、100% 和 50%（P<0. 05）；分枝数、基径、株高恢复正效应为

50%~100%（P>0. 05）；地上生物量的恢复效应有限，仅为 15%（P>0. 05）。自然灌木整体表现显著的恢复正效

应，且灌木不同特征间的恢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根系生物量、基径、分枝数、株高的恢复效应为 50%~100%
（P<0. 05），地上生物量恢复效应仅为 3%（P>0. 05）。人工灌木植被恢复在灌木不同结构特征中差异显著。人

表 1　文献偏倚性检验

Table 1　Literature bias test

指标

Indicator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分枝数 Branches

根重 Root biomass

基径 Base diameter

冠幅 Crown width

生殖枝数 Number of reproductive branches

株高 Plant height

样本量

Sample size （N）

18

12

4

25

25

15

36

失安全系数

Fail-safe coefficient （Nfs）

823

3660

28724

9969747

76220

4076

19270

P 值

P value

<0. 01

<0. 01

<0. 01

<0. 01

<0. 01

<0. 01

<0. 01

显著性水平

Signifiance level

0. 05

0. 05

0. 05

0. 05

0. 05

0. 05

0. 05

N 表示不同指标纳入分析的案例个数。N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case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for the different indicators.

40



第  35 卷第  5 期 草业学报  2026 年

工灌木根系生物量、冠幅、生殖枝数量的恢复效应分别为 150%、100% 和 50% 左右（P<0. 05）；基径、株高的恢复

效应均为 50%~100%（P>0. 05）；分枝数的恢复效应仅为 8%（P>0. 05）；地上生物量的恢复效应仅为 15%
（P>0. 05）。

荒漠草原长期的灌木植被恢复总体表现为正效应，但恢复效应在分枝数、生殖枝数量、地上和根系生物量、冠

幅、株高等形态和功能特征间差异显著。从灌木恢复演变特征看，自然和人工灌木恢复一般规律表现为：根系生

物量、冠幅和生殖枝数量恢复较为显著，恢复效应为 50%~150%，但地上生物量恢复受限，恢复效应仅为 3%
（P>0. 05）；除分枝数外，其他特征的恢复人工灌木优于自然灌木。人工灌木的恢复效果优于自然灌木，尤其在

冠幅、根系生物量和繁殖能力方面表现更为显著，而地上生物量的恢复效果在两者中均较为有限，为长期恢复中

的共同瓶颈。

2. 2　灌木恢复效果的影响因素

相对于未退化的地带性土壤生境，沙化退化土壤促使人工灌木株高、基径和分枝数恢复的效应由负转变为

正，尤其是株高和基径恢复效应增加幅度为 80%~100%（P<0. 05），但限制了冠幅、地上生物量恢复，恢复效应

下降幅度约为 10%（P>0. 05，图 3a）。

随着年均温的升高，人工灌木株高、生殖枝数、分枝数和基径恢复效应呈下降趋势至负效应，恢复效应下降幅

度为 20%~50%；但灌木冠幅、生物量恢复效应呈增加趋势，增加幅度为 10%~20%（P>0. 05，图 3b）。随着年均

降水量的增加，人工灌木分枝数、冠幅和生殖枝数的恢复由负效应转变为正效应（P>0. 05），其他灌木指标均无

明显的恢复效应转变特征（图 3c）。

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冠幅、生殖枝数、分枝数恢复变化较为稳定且呈下降趋势（P>0. 05）；地上生物量恢复

表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生殖枝数、冠幅恢复效应增加幅度为 30%~50%（P<0. 05），根系生物量恢复效应为

100%（P<0. 05，图 3d）。

2. 3　灌木植被恢复轨迹的环境阈值效应

灌木恢复效应在年降水量约 240 mm 时出现阈值特征（图 4a）。在降水量低于 240 mm 区间内，恢复效应随降

水量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整体未达显著水平（P>0. 05）；当降水量超过 280 mm 后，恢复效应呈下降趋势（图 4a），

但效应值始终维持在正值区间。中等降水条件（240~280 mm）可能最有利于灌木群落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恢复。

恢复年限阈值在 36 年，阈值前灌木恢复效应呈现阶段性变化：10~29 年保持稳定，恢复效应为 0. 24；29~36 年转

图 2　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恢复总体效应

Fig. 2　Overall restoration effects of shrub vegetation in desert grassland areas
横坐标表示恢复效应百分比；纵坐标表示不同灌木结构指标；线段表示 95% 恢复区间。Horizontal coordinates indicate the percentage of recovery 
effect， vertical coordinates indicate different shrub structural indexes， line segments indicate 95% recovery intervals. **： P<0.01； ***： P<0.001. 下同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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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荒漠草原区灌木恢复效应影响因素

Fig. 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hrub restoration effect in desert steppe area
垂直线左侧红点表示恢复下限，蓝点表示恢复上限，P 值表示不同外界环境组间差异是否显著。Red dot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vertical line indicate 
the lower limit of recovery， blue dots indicate the upper limit of recovery， and P-value indicates whether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or not among differ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groups.

图 4　灌木植被恢复对环境依赖的阈值效应

Fig. 4　Threshold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ependence on shrub vegetation restoration
点的大小表示权重；阴影区域表示平均值 95% 置信区间；竖虚线分别表示年均降水量、恢复年限、年均温阈值；横虚线表示累积效应值。The size of 
the point indicates the weight， the shaded area indicates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vertical dashed lines denote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levels， recovery years， and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thresholds respectively， and the horizontal dashed line indicates the cumulative effect value. *：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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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升趋势（P<0. 05）；而超过 36 年后，恢复效应显著下降，并转为负效应（P<0. 05，图 4b）。温度阈值位于年均

温 7. 7 ℃。当温度低于该值时，灌木恢复效应随温度升高显著增强（P<0. 05），但超过 7. 7 ℃后，恢复效应随温度

上升而减弱（P>0. 05，图 4c）。

3　讨论

本研究聚焦中国北方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恢复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灌木植被根系生物量、冠幅和

生殖枝数恢复效应为 50%~150%（P<0. 05），但地上生物量恢复效应仅为 3%~15%。2）降水量增加促进灌木

恢复，但年均温升高抑制灌木恢复；相对于未退化原生土壤生境，沙化生境更有利于灌木恢复与维持（P<0. 05）。

3）灌木指标在该点位存在阈值：降水量（240 mm，P>0. 05）、恢复年限（36 年，P<0. 05）和年均温（7. 7 ℃，P<
0. 05）。阈值前后灌木整体恢复效益由正转变为负。这些研究结果总结了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恢复演变的一般

性变化特征，明确了灌木恢复效果对降水量、年均温、土壤生境恢复的依赖性，可为未来该区域灌木植被可持续恢

复和适应性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3. 1　灌木植被恢复效果演变的普遍性特征

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的冠幅、根系生物量和生殖枝数恢复效果显著，但是灌木地上生物量和分枝数的恢复相

对受限（图 2）。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干旱半干旱区研究结果相似：灌木植被更加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地

下累积部分，这种策略保障灌木更好地适应水分和养分资源贫瘠的条件［27］。同时，灌木株高、冠幅、生殖枝数的显

著恢复，可能与灌木通过增加光合作用面积，提高个体生存竞争和种群扩展繁衍有关［28］。然而，灌木恢复区生态

系统功能的维持与恢复，更多与灌木地上恢复效果正相关，尤其是灌木地上恢复直接决定了植被光合效率和碳收

益［29］。因此，未来亟需应对灌木地上部分衰退及其对生态系统功能可能产生的负作用。

上述灌木地上恢复受限的演变特征，在人工和自然灌木群落中具有一般性。一方面是荒漠草原区稀薄的降

水和养分资源贫瘠，尤其是人工植被存在大面积高密度的恢复模式，加剧总体资源供给不足的程度，导致不同灌

木个体资源竞争分配受限和生态位空间压缩［30］；另一方面可能是长期畜牧业生产对饲草的采食导致，尤其是冬春

交替季节，草本无法满足家畜饲草需求，灌木嫩枝成为家畜的“救命粮”被利用，这间接影响灌木生长季的营养器

官产量［31］。但相对于自然灌木，人工灌木植被具有更好的冠幅、根系生物量和生殖能力的恢复效应。这可能归因

于人工引入的灌木种具有更强的耐旱、耐贫瘠特性，同时辅助翻耕、草方格保护［30］、引入生境的筛选等条件，保障

了人工灌木具有更有利的生长能力和环境，最终促使人工灌木在资源获取和分配等方面优于自然灌木。

综上，荒漠草原生态区灌木植被长期恢复效应主要表现为地下资源累积和地上结构扩展，未来灌木恢复需要

考虑如何平衡灌木形态结构与生物量的恢复，确保长期可持续的恢复效果。因为冠层结构复杂度也可能是决定

植被生产力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32］。尽管本研究明晰了荒漠草原生态区灌木植被恢复演变的一般性规律，但灌

木植被地上生物量恢复受限的生理生态机制尚未明确，需要进一步从自然和人为干扰以及灌木恢复对水分养分

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深入研究。

3. 2　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恢复效应的环境依赖性

考虑到人工灌木的恢复效果总体优于自然灌木，且二者恢复的非线性演变特征具有一般性，同时已有荒漠草

原区灌木植被恢复数据主要分布在灌木植被。因此本部分重点探讨了年均降水量、年均温、恢复年限和土壤性质

对人工灌木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人工灌木植被长期恢复存在衰退趋势，表现为冠幅、生殖枝数、分枝数恢复效应的下降，尤其是

地上生物量在恢复中期和后期的负效应，并且存在显著的恢复年限（36 年）阈值效应（图 4b）。这些研究结果与以

往研究结果一致。例如，随着灌木建设年限增加，灌木植被整体光合能力和生物量下降［33］，表现出衰退趋势。这

一方面可以解释随着灌木个体年龄的增加，其导管壁厚度增加、内径变小，降低了灌木对土壤水分的利用效

率［34-35］。同时，灌木自身病虫害在老龄化阶段发生概率更高，更严重［34-35］。除上述老龄灌木生理生态特征衰退因

素外，以往高密度灌木建设，导致在恢复后期灌木个体对水分和养分资源竞争加剧［36］。但也有研究表明灌木植被

地上生物量累积与恢复年限正相关［37］，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研究地点气候、土壤和时间序列等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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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被认为是影响荒漠草原区域尺度植被恢复效果的主要因素。降水增加促进了分枝数、冠幅和生殖枝数

等形态与生殖特征的恢复（图 3c）。这可以解释为：降水增加对土壤有效水分资源进行补给，尤其是灌木自身形态

结构发挥的降水集流作用，强化了对荒漠草原区小降水事件的收集和利用效率，维持并促进了灌木的生长和繁

殖［38-39］；当降水量超过 240 mm 时，这种恢复正效应先增加后降低（图 4a）。这与降水增加可能限制植被稳定性的

研究结论一致［40］。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降水量虽然可以增加土壤有效水，但也加速了灌木蒸腾对水分的利用消

耗。例如，毛乌素沙地植被恢复效应的提升，需要以夏季蒸发量增加为代价［41］。长期土壤水分消耗的正反馈作用

限制植被恢复力。

相对于降水量影响，年均温低于 7. 7 ℃的区域，年均温升高显著促进了灌木植被的恢复（图 4c），这与气候变

暖可以促进灌丛生物量提升并引发灌丛扩张的研究结果一致［12］。但年均温高于 7. 7 ℃的区域，高温条件对灌木

群落恢复产生抑制作用（图 4c）。这可以解释为年均温可能加剧了生态系统的蒸散发，加剧干旱事件发生的强度

和频率，降低了灌木光合效率和碳固定［42-43］。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年均温升高对灌木的抑制效应与生态系统水

分、养分资源的贫瘠背景密切相关［12］。

降水量、年均温可能通过影响水分输入和输出的平衡性，决定土壤水分资源的贫乏程度，进而影响灌木植被

恢复的动态演变过程［15-44］。同时，土壤性质通过土壤质地属性，决定了土壤的补给和消耗过程，间接影响植被的

生长。本研究发现，相对于未退化的土壤生境，沙化退化土壤有利于灌木地上形态扩张能力的恢复（图 3）。这一

结果与全球尺度上土壤质地而非气候决定着土壤水分对植被生长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研究认为较粗的土壤质

地对植被深层水吸收利用的控制作用有限［45］。因为相对于质地坚硬、黏粉粒含量较高的地带性土壤，沙化土壤粗

质地属性，有利于深层土壤水分的补给并且限制水分的蒸发消耗，保障土壤深层水分资源维持和较好的土壤通气

性，为深根性灌木生存提供良好环境。

综上，荒漠草原区灌木植被自身形态和功能特征，普遍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非线性演变轨迹。上述演变过

程存在显著的年均温、年限阈值。未来该区域灌木可持续恢复与管理，需要基于这些关键的阈值制定与气候、土

壤等环境高度相适应的灌木植被精准恢复和抚育管理措施。在降水量（240~280 mm）、年均温（7. 7 ℃左右）适合

的沙土生境，进行科学精细化的灌木引入恢复措施。对于恢复年限超过 37 年的区域，可以借鉴已有的沙埋、平茬

等成熟抚育管理技术进行科学管理。

除了上述气候、土壤和年限因素，本研究并未明确与气候、生境高度相适宜的灌木恢复密度效应，也并未开展

灌木年龄结构、生态水文、病虫害等因素与灌木形态和功能属性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从不同灌木类

型的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多尺度视角下进行系统研究。

4　结论

荒漠草原区长期的灌木重建与恢复过程中，灌木分枝数、株高和生物量整体存在显著的衰退演变特征。这种

灌木形态和功能的衰退显著依赖于降水量、年均温、年限和土壤性质。具体表现为降水量增加促进了灌木的形态

特征（如冠幅、分枝数）和生殖扩张能力（如生殖枝数）的恢复效应；年均温升高抑制灌木的株高、基径和生殖能力，

甚至导致部分地上特征恢复效应下降 20%~50%；相较于未退化的原生土壤生境，沙化退化土壤在提高灌木株

高、分枝直径和分枝数的恢复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地上生物量和冠幅的恢复有所限制；随着恢复年限增加，灌

木恢复的正效应逐渐转变为负效应。

上述灌木植被恢复效果和演变轨迹存在降水量、年均温、年限多重阈值效应。具体表现为灌木恢复分别在

36 年、7. 7 ℃阈值前后表现出恢复正效应向负效应转变格局。同时，降水量对灌木恢复演变影响较为复杂，灌木

恢复正效应的出现和维持发生在 240~280 mm 降水区域。

未来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灌木植被恢复与管理，首先需要科学评估灌木衰退对生态系统功能可能产生的负面

影响；其次需考虑降水量和年均温对灌木恢复的正、负双向调节作用，确定最适的气候条件；最后考虑土壤生境条

件的适宜性。通过上述复杂环境条件的适宜性综合评估，最终实现灌木地上与地下协同的可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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